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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普及，使环境法体系化由传统分散形式，转变

为系统性治理范式，成为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从我国环境法角度出发，分析了体系化的范式转向，并提出具体

的实现路径，旨在推动环境法完善，加快其范式转向步伐，为环境法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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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seri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rises have emerg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transforme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from a traditional decentralized form to a systematic governance paradigm, which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leg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la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radigm shift of systematization and proposes specific realization paths, 

aiming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accelerate its paradigm shift,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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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法体系化的范式转向，其本质是法律体系由分散治理，朝向系统性、整体性治理方向演进。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可持续

发展理念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环境法体系化成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指引，借助生态环境法典的编

著，促进范式转向步伐，切实优化生态环境。

一、环境法体系化的范式转向

我国开展的生态文明体质改革，具有创新能力强、覆盖范围

广等问题，但环境法体系很难随时变动，可能出现直接确认改革

内容的情况，甚至造成悖反效应。该类型消解不仅可能规范维

度，带来规范叠加、冲突风险，还可能表现在价值维度，造成价

值体系模糊与冲突，造成环境法体系整体功能的消解。[1]为了有

效改善该问题，可以加快环境法体系的范式转向，有效进行精细

化、高阶化搭建。

环境法体系化工作转向，有助于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建设，完

善环境治理体系，并开展全面提炼与设定，塑造统一性法律秩

序。[2]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自然生态领域的保护形成了相当规模，

而分散式立法的实施，很难取得最优效能，可以进行积极探索，

寻找环境法回应改革的愿景，促进发展全局性改变，成为了体系

化重要任务。[3]环境法体系化范式能够产生新定位，有助于实现法

治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并综合性分析立法、法律关系以

及行政监管等问题，全面吸纳、转化以及表述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与制度。

另外，环境法的发展主线，能够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为其提

供稳定框架，并发挥法治作用，规范改革的同时，为环境保护发

展提供推动力。从事实层面出发，生态文明改革表现出渐进式，

能够不断融入改革需求、生成规范内容。[4]一方面，民法、刑法等

法律教义体系，规范了环境法的部分行为，为体系化转向做好准

备工作。另一方面，基于环境法的多域性特点，属于差异化领域

的保护规范、规则规范等，需要结合特定规则，形成统一的规范

秩序，从而为生态环境整体治理提供服务。因此，生态文明建设

提出体系化任务，重视生态文明实践的提炼，发掘其中的法律关

系，并进行规制结构、功能以及要素的重组，借助体系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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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5]基于全过程质量、多主体参与等改

革定位，可以吸取生态文明体质革新需求，为环境法体系化转向

提供助力，表现出生态文明价值内涵。

二、环境法体系化范式转向的实现路径

（一）将行为、风险规制作为主体，加快体系化转向

从环境法层面出发，行为与风险规制具有重要作用。在传统

模式下，其通常借助行政、刑事等，但当前时代背景下，利益保

护日渐复杂，公法与私法的协力调整逐渐常态化。基于此，规制

主体、内容以及方式需要进行升级，加快环境法体系完善。[6]在主

体维度下，规制主体由行政机关出发，表现出多元发展趋势，并

使组织法系统化面临更高要求。在内容维度下，法律关系发生了

转变，形成了一种对立、合作关系，能够进行公共、集体以及私

人利益的灵活调整，因此，可以使用精细的法律规则发挥出衔接

与平衡价值。在方式维度下，基于环保理念的发展，公共利益、

集体利益以及私人利益形成了较强的组织化，可以将服务、诱导

以及助推作为支点，丰富法律调整形式，或借助私法形式，进行

良好的行为规制。[7]另外，拓展调整方式，能够将具有整体意义的

机制作为出发点，促进法治创新的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逐步转向

整体的空间治理，结合组织法、程序法等，有效创新规则，加快

生态环境法治发展，为体系化提供助力。基于裁量限度角度，行

为与风险规制面料的裁量空间不断扩大，其中裁量主体、程序等

发生改变，需要明确法律授权，进一步强化裁量透明度、灵活度

以及广域性。

（二）将协调发展机制作为支点，实现范式转向

在法律与社会发展的逻辑层面，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发

展支撑的格局，属于环境法体系化需解答的深层次问题。[8]伴随环

境法规范形式与制度功能的转型，逐渐由干预法转变为协调法、

发展法，体系化工作的开展，可以将秩序、活力作为基础，寻找

二者的动态平衡。因此，需要重视活力要求，将其作为出发点，

并进行综合应用，借助倡导性、义务性以及促进性规则，搭建具

有平衡性、灵活性的环境法制度体系，真正将协调发展作为支

点，建设新型法律机制，有效展示展示发展活力。[9]从本质角度

来讲，规则着力点在于将效率、公正目标作为参考，对高质量发

展与权利的相互关系加以阐述。通过将发展性经济自由权、社会

性环境权等张力的平衡，可以使人民参与其中，有效分享发展成

果，享受自身具有的实体与程序权力，使政府与社会性权力聚焦

于公共利益，进行资源材料的灵活分配，推动发展公正性实现。

另外，从具体的方法角度来讲，不仅可以把握社会成员发展

权，调整环境法体系，对基础权利范畴进行优化，还能够结合高

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关系，建设良好的决策与组织机制，从而

释放出更多协调价值。[10]从决策机制层面出发，可以摆脱行为、

风险规制的思维定式，进行适度扩容，优化协调性权力规范基

础、应用空间，将其有效融入公共决策内。在组织制度层面，需

要重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协调，将其作为组织设置与职

权优化的关键。因此，不仅需要看重党内法规与环境法的互动，

进行组织设置、职能分工以及议事程序的调整，还可以开展大规

模的整体治理，将区域协作、环保实践等作为支点，有效解决环

境保护存在的问题。[11]同时，能够解决法律赋能后，组织法体系

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扩容、合作规范等，并基于发展不均衡、治

理不同步情况，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优化。

（三）将利害调整机制作为内核，优化法律建设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重视各种元素与环境法体系的融

合，如公益维护、公共政策以及合作、正义等，可以更好的凸显

生态环境领域的公共行政裁量性、给付性，伴随行政与司法实践

的发展，需要将关系性思维作为载体，进行重新思考，探究环境

法调整机制，有效突破利益选择的传统观念，能够将宽泛利害关

系作为依据，开展灵活的调整。[12]将利害关系作为依据，开展适

当调整，统合实定法权力、集体利益以及政策目标等实质利益，

成为了环境法体系化需要关注的焦点任务。

首先，需要清晰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利害关系，使环境法体

系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并积极进行治理创新。[13]需要重视立法权

功能的展现，使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展现的利害关系类型化，根

据复杂关系建设利害结构，并制作差异化的保护机制。除却传统

管制方法外，可以进行经济性工具丰富，开展自我规制、合作等

形式，方便行政权、司法权的高效精确实施，科学合理的调整利

害关系。

其次，重视利害的保护与调整，规范发展程序。其一，伴随

利害关系的复杂化，可以将关系实质性进行渗透，积极调整环节

治理体系，并借助合作程序加以规范，调整政府合作、社会参与

等，有效贯彻透明、协作理念。[14]其二，程序机制的使用，有助

于产生利害关系共识，重点加强利害说理的权威性，如需要进行

权衡，可以积极听取意见、陈述意见，建设良好的保障机制。其

三，面对利害调整内容，可以使用协商、表决等程序，有效综合

各方利益诉求、法律法规以及公众期待等，使利害双方获得更高

的接受度与认同感。

最后，将利害关系复杂性作为基础，重视法律救治形式的丰

富，切实提升救济机制衔接程度。基于利害关系的调整目标，传

统的法律救济结构，能够进行适时优化，切实提升救济资源供给

效果，并建设良好救济机制。第一，可以发挥政府作用，对利害

关系加以协调，建设常态化机制，切实明确其主导地位，有效发

挥政府组织的跨区域、跨部门利害关系协调能力。第二，积极拓

宽市场主体、社会力量使用行业与社会规范，自主化解利害冲突

的场景，并促进机制的体系化步伐，凸显其具有的前置性。[15]第

三，凸显诉讼形态与司法审查重点，将司法作为中心，有效完善

救济制度。通过诉讼形式的丰富，如公益诉讼、给付诉讼等，有

助于拓展判决类型，结合利害关系，使司法论证更加权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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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利害关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环境法体系化的范式转向，其重难点在于生态环

境法典的编著，借助系统工程，开展观察与解析。在法典编纂过

程中，需要参考历史经验、时代精神等，制定良好的环境法，灵

活处理体系开放性、功能稳定性的张力。同时开展良好的协调活

动，加强法治发展规律与治理逻辑的互动。环境法体系化范式转

向，不仅能够回应环境法大致，还可以将环境治理需求作为载

体，开展深层次洞察。发挥行为与风险规制的主体作用，并将协

调发展机制作为支点，能够促进范式转向的实现，切实提高环境

法科学性、有效性，带来全面和系统的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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